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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姜尚的政治法律思想
———兼与周公相比较

孙家红

提 要 齐太公(姜尚)是先秦政治史上一个真实而重要的历史人物，但其关于政治

法律的思想主张，往往被其军事或权谋思想所掩盖。他认为“天下惟有道者居之”，提倡
贤明君主制，顺应天命，选贤与能，爱民牧民，贵法重利而不废礼义，与周公以及后世儒家

主流思想在天命观念、治国理念、刑罚观念等方面既有相同，也有不同。尽管他在兴周灭
商过程中功勋卓著，但因其缺少学派传承，兼之“贵法重利”潜存一定的道德和政治风险，

注定了“重周公而轻太公”的历史结果。

关键词 姜尚 天下 贵法重利 周公 君主专制

周初分封诸侯，太公(姜尚)封于“齐”，周公封于“鲁”。司马迁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

曰:“太公至国，脩政，因其俗，简其礼，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，而人民多归齐，齐为大
国”。由此可见，太公作为齐国的“开国之君”，使齐国异军突起，较早成为了“大国”。如
果再考虑到，先秦时期齐鲁两国是中原文化的共同发源地，则我们在不断推崇鲁国周公之

时，另一方面，自也应该对齐国姜尚的事迹、思想给以相当关注。考察既有学术成果，学界
往往倾向于将姜尚视作“兵家”，相关的研究也基本限于军事或权谋层面。① 然而，细阅
现今传世的《六韬》———以及后出的多种“《六韬》佚文”辑本，②我们发现其中有不少内容
关乎政治和法律，与行军打仗有别。因此，该书又未可纯以“兵书”视之。笔者拟择取其
中关于政治法律的内容片段加以分析，试图揭示并评价姜尚政治法律思想大要。

一 天下:惟有道者居之

姜尚在《六韬》中经常以“天下”为言，一以贯之，甚至会出现表述雷同的现象。例如

①

②

从徐树梓主编的《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》(齐鲁书社 1997 年版)即可见其一斑。该书共收录
论文 30 篇，从标题上看，直接关于姜尚军事思想、军事文化、权谋思想的论文就超过 20 篇。另外，《六
韬》在北宋时期被归入《武经七书》，说明当时人也是将之视为“兵学经典”来读的。

《六韬》的真正作者并非姜尚本人，大致应成书于先秦战国之世，学界已成定论，笔者亦信其然。

正如《论语》，虽非孔子所作，我们仍认其最为接近孔子的思想本源。对于《六韬》，我们亦不妨等量齐
观，将之视为现今最为接近姜尚思想本源的文献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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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韬·文师》篇中名句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”，①分别在《武韬》“发启”
和“顺启”篇中就有十分相似的表述———“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”、②

“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惟有道者处之”。③ 贾谊《新书》卷九亦引太公之言曰:“天下者，

非一家之有也，有道者之有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在姜尚的思想体系中，“天下”是一个十分重要
的概念。具体而言，“天下”至少有两层含义:第一，国家政权;第二，基于国家政权之上、

符合“道”之极则的理想的政治模式。前者或可理解为“形而下”的层面，即从物质或具象
上占有国家政权，即如姜尚所言，“取天下者，若逐野鹿，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”，④这里
“天下”所指的就是比较具象的国家政权。后者或可理解为“形而上”的层面，是对前者的
一种超越。因为符合“道”之极则，不管暂时是否掌握政权，但从根本上注定必然拥有“天
下”。这也就是姜尚所谓“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惟有道者处之”的含义。⑤ 下面，再从
取得政权、经营政权两个角度对姜尚的政治思想予以揭示。周文王经过多年经营，渐有
“争权于天下”之心，乃问计于太公。史载:

文王在岐，召太公曰:“争权于天下者，何先?”太公曰:“先人。人与地称，则万物
备矣。今君之位尊矣，待天下之贤士，勿臣而友之，则君以得天下矣。”文王曰:“吾地
小而民寡，将何以得之?”太公曰:“可。天下有地，贤者得之;天下有粟，贤者食之;天
下有民，贤者牧之。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也。莫常有之，惟贤者取之。”⑥

对于周文王的想法，姜尚认为并非没有可能。周虽地小民寡，却完全可能做到取商而代
之。他的理论和事实根据在于:(1)天下并非是一人之天下，政权并不归于一家一姓;(2)
天下之地、天下之粟、天下之民皆归贤者，只有贤能的君主才能取得政权。因此，基于周文
王已经具有的尊位，他只要“待天下之贤士，勿臣而友之”———也就是“先人”(以人为
先)，便可以得到“天下”。对话隐含的逻辑前提是，姜尚认为文王就是“贤者”，所以能够
取得“天下”。相反，姜尚认为商纣王绝非“贤者”，而是暴君。在与文王的对话中，姜尚甚
至不以君主称呼纣王，而代以“残贼”。因此，征伐商纣王的举动，也就是“为天下除残
贼”。对于有人提出伐纣战争能否取胜的疑问，姜尚斩钉截铁地回答:“夫纣无道，流毒诸
侯，欺侮群臣，失百姓之心，秉明德以诛之，谁曰勿克?”⑦姜尚这种敢于并主张讨伐残暴独
裁者的思想，与战国时期孟子的“暴君放伐”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种政治主张十分可
贵，因为它从理论上赋予了民众反抗独裁统治、反抗压迫的权利，具有一定的普适价值。
对于国家政权的取得和经营，姜尚发出了“难得而易失，难常而易忘”的感叹。⑧“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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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冬铃译注:《六韬·文韬·文师》，《武经七书》，北京:中华书局 2007 年版，第 360 页。

盛冬铃译注:《六韬·武韬·发启》，第 391 页。

盛冬铃译注:《六韬·武韬·顺启》，第 40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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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同元辑:《〈六韬〉佚文》，见徐勇主编:《先秦兵书佚文辑解》，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
版，第 228—229 页。

孙同元辑:《〈六韬〉佚文》，《先秦兵书佚文辑解》，第 230—231 页。

贾谊:《新书》卷 9《修政语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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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无亲”，①“时无恒与”，②在得失无常之间，如何能够维持长久的“天下”大局呢? 姜尚
认为，国家政治的关键在于“贤圣”的君主。君主是否“贤圣”，关系一国之安危，所谓“君
不肖，则国危而民乱;君贤圣，则国安而民治”。③ 国家之治乱祸福，固然深受“君主”影
响，但是，建立可持续的合理科学的政治制度，总比期许出现贤圣的君主、廉能的官长更为
可靠。因此，在“贤圣”的君主之上，姜尚认为“天下”之取得和经营必须遵循最高的标准，
即“道”。姜尚言:“夫天下者，唯有道者理之，唯有道者纪之，唯有道者使之，唯有道者宜
处而久之。故夫天下者，难得而易失也，难常而易忘也。故守天下者，非以道则弗得而长
也。故夫道者，万世之宝也。”④此意甚明，不管是取得天下，还是保守天下，必须要从根本
上符合“道”之极则。然而，在姜尚的心目中，如何才算是符合“道”? 谨结合姜尚言论片
段，概括如下。
首先，君主贤明，顺天应命。姜尚认为贤明君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模式。事实上，他

所辅佐的文王武王，最后也果真成为中国历史上“贤圣君主”的楷模。而在文武之前，圣
贤的君主实也不乏其人。当周文王问及“古之圣贤之治”的时候，姜尚便以尧帝的事迹作
答。其言曰:
帝尧王天下之时，金银珠玉不服，锦绣文绮不衣，奇怪珍异不视，玩好之器不宝，

淫佚之乐不听，宫垣屋宇不垩，甍桷椽楹不斲，茅茨之盖不剪。鹿裘御寒，布衣掩形，
粝粱之饭，藜藿之羹。不以役作之故，害民耕织之时，削心约志，从事乎无为。吏，忠
正奉法者，尊其位;廉洁爱人者，厚其禄。民，有孝慈者，爱敬之;尽力农桑者，慰勉之。
旌别淑德，表其门闾。平心正节，以法度禁邪伪。所憎者，有功必赏;所爱者，有罪必
罚。存养天下鳏寡孤独，赈赡祸亡之家。其自奉也甚薄，其赋役也甚寡，故万民富乐
而无饥寒之色。百姓戴其君如日月，亲其君如父母。⑤

据姜尚所述，尧帝之世俨然是远古的“黄金时代”。我们由此可以窥知姜尚对于贤明君主
制的基本观感。其中，“不以役作之故，害民耕织之时，削心约志，从事乎无为”之语说明，
姜尚的思想与道家哲学具有一定共通性，均主张“无为而治”。《文韬·守国》篇载，太公
曰:“天生四时，地生万物。……圣人配之，以为天地经纪。……因其常而视之，则民
安。”⑥因此，姜尚所谓的“无为”，乃是以顺应自然的“四时”、天道为基本含义，并非纯然
无所作为。不仅如此，姜尚所认定的贤明君主制，还带有一定的“神秘主义”，即政治权
术。《文韬·大礼》篇，太公曰:“王者之道，如龙首，高居而远望，深视而审听;神其形，散
其情。若天之高，不可极也;若渊之深，不可测也”。⑦ 由此可见，姜尚的“权谋”思想不仅
在军事上有突出表现，在政治领域也时露峥嵘，⑧为先秦法家“术治”思想开辟了先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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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同元辑:《〈六韬〉佚文》，《先秦兵书佚文辑解》，第 23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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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据《文韬·六守》篇，姜尚所谓的“国之六守”，即有“谋”之一端。其言谓:“一曰仁，二曰义，

三曰忠，四曰信，五曰勇，六曰谋，是谓六守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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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任贤使能，将相分职。在君主专制下，由于人治盛行，对贤能官吏的需求尤为迫
切。周文王问姜尚:君主如何才能有效统治国家? 在姜尚所给出的答案中，第一条即是
“上贤，下不肖”。① 文王进一步问:很多君主都在选拔贤才，却为什么“世乱愈甚”? 姜尚
的回答是:贤才选拔出来，却得不到合理使用，“是有举贤之名，而无用贤之实也”。究其
根本，是君主选拔贤才的标准出了问题。他进一步解释道，“君好用世俗之所誉，而不得
其真贤之实也”。也就是说，“世俗之所誉”未必有“真贤之实”，如果君主“以世俗之所誉
者为贤，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”，必然是党羽多者得到机会，党羽少者失去机会。“群邪
比周而蔽贤，忠臣死于无罪，奸臣以虚誉取爵位”，最终“世乱愈甚，则国不免于危亡”。文
王继续问:如何举得真实的贤才? 姜尚的回答是:将相分职，按名察实。即将和相(文武
长官)各以自己的职守权责，根据官名对应的实际才能、素质需要，经过考核，选拔合适的
人选。只有这样，才能“实当其能，名当其实”，“得举贤之道”。②

第三，爱民牧民，天下同利。据《文韬·国务》篇载，文王问姜尚:治理国家，什么最重
要? 姜尚答以“爱民”。然又如何才能做到“爱民”? 姜尚回答:“善为国者，驭民如父母之
爱子，如兄之慈弟。见其饥寒则为之哀，见其劳苦则为之悲。赏罚如加于身，赋敛如取于
己。此爱民之道也。”③在姜尚看来，爱民即是遵守天道，只有“爱民”，禀奉“圣君之德”，
“百姓戴其君如日月，亲其君如父母”;④否则，君主背德失道，君视民如敌人，民视君如寇
仇，必然导致君主失去“天下”，政权易位。在姜尚的政治思想中，君主和民的关系有某种
天定(或神授)的色彩，所谓“天生四时，地生万物。天下有民，仁圣牧之”。⑤ 换句话说，
自有天地以来，“民”即为“仁圣”所“牧”的对象。对于这种天命说，姜尚并没有给出充分
的理据，也没作更多的讨论。姜尚又谓“民如牛马，数喂食之，从而爱之”，⑥将“民”比作
“牛马”。可见，姜尚的“牧民”思想，并非将“民”当作具有独立人格的权利体，而只将
“民”视作君主“豢养”的对象。这种思想至多可名之为“民本”，而绝非“民主”。
我们进一步追究姜尚的“爱民牧民”思想，发现其根本上以“利”为依据，以占有和保

守天下为目标。姜尚认为，人的本性在于“恶死而乐生，好德而归利”，“能生利”亦属天道
之一端。“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，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”，谁能“与人共财”、“与人同
忧同乐，同好同恶”，则“天下”归之。⑦

二 贵法重利，不废礼义

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，自周公、孔孟以下，凡是被儒家奉为正统者，皆提倡德主刑辅、
重义轻利。相反，“贵法重利”的思想和行为屡遭诟病，很难成为主流，甚至很难入流。然
在《六韬》等书中，我们发现，姜尚非常看重法律和经济利益，与儒家主流思想迥异。以今
视古，其中不乏真知灼见，试作如下梳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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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贵法。法律的制定，往往根基于人性的认识或假定。姜尚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
避害的，并将人性作了更为细致的分类:“性有仁，有忠，有信，有义，有贪类，有狼戾”。
“人皆有其性，趋舍不同，喜怒不等”。因此，必须制定法律，“或夺或赏”，①“赏在于成民
之生，罚在于使人无罪，是以赏罚施民而天下化矣”。② 在中国古代，往往行政、立法和司
法不分，“刑赏”、“刑罚”之类的词语与今日专业的法律概念既存轩轾，又有部分意义重
合。上段引文中的“罚”和“赏”，即同时兼具行政和司法的含义。其中，“罚在于使人无
罪”的观点较具远见，与现代犯罪学的部分观点存有暗合。这种说法，在中国古代的另外
一种表述就是“刑期无刑”，即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刑罚本身，而在于从根本上消灭犯罪，减
少刑罚的使用，或最终达致不用刑罚。换成现代犯罪学的表述，就是:刑罚的使用，具有特
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功用，“罚在于使人无罪”兼具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层含义。
法律根植于风俗习惯，因而往往具有一定的民族性。对于法律的制定，姜尚主张“因

俗”而不“随俗”。姜尚认为，“君不法天地，而随世俗之所著以为法，故令出必乱。乱则复
更为法，是以法令数变，则群邪成俗，而君沈于世，是以国不免危亡矣”。③ 这里有一个连
带的因果关系:君主“随世俗之所著”，将法令制定出来，招致混乱;因为混乱，再次立法;
法律屡更，导致风俗淫邪，君主权势下降，最终国家危亡。这里的“随俗”意指君主或政府
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，丧失了主动性，而受制于“流俗”;随着流俗转移，法律数改，进而失
去法律权威性和稳定性。相反，姜尚主张根据风俗制定法律，同时在法律与风俗之间保持
一定距离，发挥法律“移风易俗”的社会改造功能。
姜尚明确提出了“贵法”的法律主张。周文王曾问姜尚:治国以何为贵? 姜尚回答:

“贵法”，也就是“令出必行”。他认为，法令必行则治道通，治道通则民有大利，民有大利
则可以彰显君德。具体要求包括:不以喜怒爱憎而枉法裁判，“所憎者，有功必赏;所爱
者，有罪必罚”。④ 赏罚之间要有一定的等差关系，要有明显的区别，“赏如高山，罚如深
溪”。⑤ 同时，姜尚还反对“喜刑喜杀”之“狼戾”行为;反对“刑繁”，“刑繁则民忧，民忧则
流亡”。⑥ 尤其反对“专君”，即专权之君主。“专君者权专，权专则刑专。”⑦可见，姜尚虽
然推崇君主制，但对于君主专制的潜在危险还是存有戒心的。
其次，重利。姜尚具有独特的“重利”思想。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，因此必

须制定相应政策，满足民众对“利”的需求。能与天下之人共同享利者，才能获得支持，拥
有天下;能够生“利”，才是“大道”，才能使天下归之。姜尚认为，“爱民”就是要能给万民
百姓带来乐利，“利而勿害，成而勿败”，⑧促其成功，而不使之失败。所以，国家征收赋役
应该有所节制，“役不再籍，一举而得”。⑨ 姜尚明确提出“人君必从事于富”。其理由在

①
②
③
④
⑤
⑥
⑦
⑧
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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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，“不富无以为仁，不施无以合亲。”①言外之意，经济基础是实现“仁义”的物质前提，因
此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农、工、商业。姜尚更将工、农、商视为“国之三宝”:“大农、大工、大
商，谓之三宝。……三宝全，则国安。”②中国传统而来贵土农而贱工商，姜尚能在几千年
前提出国家应该同时重视发展农工商业的观点，难能可贵。

第三，不废礼义。在敦煌写卷中记载了姜尚和文王关于“礼义”的一段对话，内容大
致如下:

文王问太公曰:“以礼义为国，而不能大利其民，何也?”

太公曰:“礼者，明长幼，别贵贱，所以象德也。义者，所以辅正治也。故皆未足
以大利人也。”

文王曰:“为国而不用礼义，可乎?”

太公曰:“不可。失礼义者，治国之粉泽也。虽然，非所以定天下而强国富人也，

君无之无以别贤能，故以礼义明之。”③

在对话中，周文王认为“以礼义为国”，却“不能大利其民”。姜尚指出:“礼”在于“明
长幼，别贵贱”，“义”则在于“辅正治”，皆没有“大利”可言。既然如此，治理国家可否废
弃礼义? 姜尚的回答是否定的。因为，如果没有“礼义”，就无以“别贤能”;无以“别贤
能”，就会随俗入邪，国政混乱。所以，尽管礼义不能“定天下”、“强国富人”，但终不可废。
《六韬·文韬·文师》篇中有一段文字可以与之互相启发，云:

天有时，地有财，能与人共之者，仁也。仁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免人之死，解人之
难，救人之患，济人之急者，德也。德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与人同忧同乐，同好同恶，义
也。义之所在，天下赴之。凡人恶死而乐生，好德而归利，能生利者，道也。道之所
在，天下归之。④

此中仁、德、义、道之所在，亦皆以“生利”为基本内容，鲜明地揭示出经济发展对于国计民
生的重要性。可见，在姜尚的思想中，“仁义”与“利”关联密切，不宜割裂。

三 与周公相比较

西周建立后，周公制礼作乐之举，备受孔孟及后世儒学称道，奠定了周公在中国古代

思想史上突出的历史地位。然考其思想行迹，与太公(姜尚)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，也有
不少旨趣相异。下面，谨从三个方面，将二人的政治法律思想进行对比。

首先，天命思想。三代时期，君权神授的天命思想较为盛行。周公认为天命所在，即
可成王;天命转移，则将失去社稷国家，进而提出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的主张。⑤ 言外
之意，“皇天”与人间的君王并不具有永久的亲属或归属关系;只有有德之君，才会获得
“皇天”眷顾。这与姜尚“天道无亲”的说法十分类似。然而，姜尚把“天命”归属于“道”，

认为天下理应属于“有道者”;周公则把“天下”落脚于“德”，认为皇天只会去辅弼那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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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德者”。比较而言，“德”关乎个人(统治者)行为(治理国家)的道德素质，而“道”则更
具哲学的抽象性。以常理论，合于“德”者亦应合于“道”;但合“道”者，却不仅仅合于
“德”，还有更高的要求。此外，姜尚的“道”以“利”为根基，周公的“德治”根本上却反对
“重利”，二者实有不同。周公的天命观，在武王伐纣过程中也有所表现。史载:
周武王伐纣，师至汜水牛头山，风甚雷疾，鼓旗毁折。王之骖乘，惶震而死。太公

曰:“用兵者，顺天之道未必吉，逆之不必凶。若失人事，则三军败亡。……吾乃好贤
而能用，举事而得时，则不看时日而事利，不假卜筮而事吉，不祷祀而福从。”遂命驱
之前进。周公曰:“今时迎太岁，龟灼言凶，卜筮不吉，星变为灾，请还师。”太公怒曰:
“今纣刳比干，囚箕子，以飞廉为政，伐之有何不可? 枯草朽骨，安可知乎?”乃焚龟折
蓍，援枹而鼓，率众先涉河，武王从之，遂灭纣。①

周公认为，伐纣战争在时间上冲迎“太岁”，钻龟祝蓍，尽显凶兆，兼以天象突变，因而请求
还师。姜尚则认为:用兵之道，在于人事，天象吉凶并不能决定军事成功或者失败。如果
不尽“人事”，则军事必将败亡。面对“风甚雷疾，鼓旗毁折”等景象，姜尚认为周已经尽了
“人事”，因此不必假卜筮、用祷祀，必将取得胜利。不仅如此，姜尚愤而指出:纣王行暴
政、任用奸臣，没有不兴讨伐之理;钻龟祝蓍安知军事成败之机? 于是，“焚龟折蓍”，亲自
击鼓，率众过河，周武王跟从其后，结果消灭了商纣政权。
由此可见，周公和姜尚天命思想的内核并不一样。姜尚将天命着眼于“人事”，认为

只要“好贤而能用，举事而得时”，则不必假借钻龟祝蓍，卜算吉凶，自然会事情吉顺。相
反，周公却对“枯草朽骨”深信不疑，并将之作为请求还师的理由。进而，我们可以归纳出
二人“天命观”的第二点不同，也就是:姜尚更看重人事，而周公更倚重卜筮。
其次，治国理念。周公主张“尊尊亲亲”，姜尚主张“举贤而上功”。《淮南子·齐俗

训》载，周初分封后，在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，有一段经典对话:
太公问周公曰:“何以治鲁?”周公曰:“尊尊亲亲。”太公曰:“鲁从此弱矣。”周公

问太公曰:“何以治齐?”太公曰:“举贤而上功。”周公曰:“后世必有劫杀之君。”其
后，齐日以大，至于霸，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;鲁日以削，至三十二世而亡。
这段话基本体现了汉朝人对姜尚和周公治国理念的比较性认知。不过，“举贤而上功”与
“尊尊亲亲”并不矛盾，也非根本排斥，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;在事实上，“举贤而尚功”与齐
国“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”之间，以及“尊尊亲亲”与鲁国“三十二世而亡”之间，皆非充要的
逻辑关系。将几百年后的“亡国之咎”归于几百年前的太公和周公身上，未免有失公允。另
据史载，周公于鲁国并未亲政，而是以子伯禽代之。司马迁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记述:
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，三年而后报政周公。周公曰:“何迟也?”伯禽曰:“变其

俗，革其礼，丧三年然后除之，故迟。”太公亦封于齐，五月而报政周公。周公曰:“何
疾也?”曰:“吾简其君臣礼，从其俗为也。”及後闻伯禽报政迟，乃叹曰:“呜呼，鲁后世
其北面事齐矣! 夫政不简不易，民不有近;平易近民，民必归之。”
这段对话或可作为上段对话的一个注脚。姜尚因为政策“平易近民”，五个月便大见其
效。伯禽则“变其俗，革其礼”，三年后方“报政周公”。政策不同，效果迟速亦不同。然从
周公慨叹之辞看，他对齐太公的政策还是比较认可的，认为是“平易近民”之举。

① 孙同元辑:《〈六韬〉佚文》，《先秦兵书佚文辑解》，第 23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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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刑罚观念。姜尚的政治法律思想，以人“恶死而乐生，好德而归利”的趋利避害
本性为出发点。周公对于人性的认识判断，也大致相类。据《尚书》所记，周公在主张“皇
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之后，紧接着的表述是“民心无常，惟惠是怀”。① “惠”，即实惠、利益、
好处。可见，周公认为，趋利之心，人所共有。因此，二人的人性论基调一致。不惟如此，
《尚书·周书》体现了很多周公的政法思想。例如，在《康诰》篇中，周公就提出了“明德慎
罚”、“眚灾肆赦”、“义刑义杀”、“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”等著名的法律命题。诸如此类的
法律主张，与前面所述姜尚的刑罚观点也较为接近。由此或可认为，刑罚的适当运用，不
仅是一种通行的“中庸之道”，更是智慧通达的往圣先贤们必然的共同主张。但引人注意
的是，姜尚明确提出“贵法重利”的主张，这在关于周公的历史记载中从不曾见。或许，正
因如此，太公才成其为太公，周公才成其为周公，二人皆具长才，“和而不同”，共同铸就了
“郁郁乎文哉”的周初盛世。
最后，从史书记载来看，姜尚确曾立下汗马功劳，与周公相比，实有过之而无不及;但

为什么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“重周公而轻太公”? 周公在中国古代政治史、思想史上的突
出地位，实与孔孟等儒家人物对其不断的宣传鼓吹很有关系。我们知道，先秦儒家是宗师
孔子的一个学派。在儒家的开山祖师孔子那里，就大张旗鼓地推崇周公和西周礼制。孔
子晚年慨叹“吾不复梦周公久矣”，可见其对周公迷恋之深。儒家宗师孔子，孔子宗师周
公，周公乃是儒家真正意义上的“不祧之祖”。随着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占据主导，周公
的历史地位自然升高。相比之下，姜尚则没那么幸运:先秦兵家中，在姜尚之后，虽也曾出
现诸如孙武、孙膑这样的大军事家，并有著述传世，但兵家总不能成为主流。而从现存
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膑兵法》文本来看，也很少有姜尚的影子。再说，齐立国后，在先秦政治
思想史上，以管子为代表的“齐法家”和“稷下学派”堪称绝响。此二者思想驳杂，包罗众
家，与姜尚的思想格局颇为相似，但二者皆非以姜尚为宗。所以说，在思想和学派传承上，
因为姜尚缺少像孔子那样的信徒为其鼓吹，也不免影响了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。
另外，姜尚“贵法重利”、“举贤上功”的思想主张，潜存一定的政治和道德风险，只适

合作为短期或中期国策，很难成为长期的“治安之策”。我们从前引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中
的那段对话看，汉朝人似乎就已心存成见了。在他们看来，齐国“举贤而上功”，最后出现
“劫杀之君”，经二十四世，被田氏取代;鲁国“尊尊亲亲”，虽然日渐衰落，却经历三十二世
才灭亡。享国长短，皎然可见。不仅秦朝“二世而亡”的短命再次印证了这个道理，后来
很多王朝的覆辙之鉴不断说明:“贵法”很有可能导致刑罚泛滥，“重利”则有可能使人过
于看重眼前利益，而忽视国家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前景。因此，姜尚“贵法重利”的主
张———尽管他也强调“不废礼义”，并不适合作为长期的国策来宣传。相比之下，周公“德
主刑辅”，“重义轻利”，因将人所具有的高尚的道德礼义视作国家发展的根本，而不是将
人单纯视作专政的对象，或兴利的工具，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见效迟缓，却会持久发挥作用，

符合国家的长期发展需要，因而较为适合作为治国长策。

(作者通讯地址:孙家红 北京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0087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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